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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价值困境:
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

周 洁 玲,谈 火 生
(清华大学 政治学系,北京市100084)

摘 要:本文以大英帝国及其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面临的价值困境为背景,考察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

柏克“自由帝国”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多元并存、自由正义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但是,作为价值规范的帝国理想与

大英帝国的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在美洲、印度和爱尔兰等殖民地问题上以尖锐的形式突显出

来。其中,美洲问题挑战的价值主要是自由,而印度问题挑战的价值则主要是正义。本文以柏克对美洲问题

和印度问题的思考来揭示其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问题上的矛盾与纠结,展示其“自由帝国”的价值诉求在实践

中所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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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柏克是18世纪后半叶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辉格党的重要代言人。与其

他的政治思想家有所不同,柏克其实并不认为自己是政治思想家,相反,他反对在思考政治问题时

太过于依赖抽象的理论,而是主张要注重实际的状况。可以说,柏克的运思深深地嵌入了他所生活

的时代命题之中。柏克所处的时代正是大英帝国崛起之时,帝国的命运与秩序构建是柏克的政治

思想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正如著名思想史家蒙克(IainHampsher-Monk)所言,我们应重点关注柏

克在面对爱尔兰、印度、北美殖民地时所阐述的帝国理论,这些正是柏克一生中最关注的问题,通过

对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论述,及对帝国内的自由贸易思想进行辩护,柏克试图表达的是帝国如何与

国内政治相适应的问题[1]。珍妮弗·皮茨(JenniferPitts)详细梳理了柏克的“自由帝国”理论,将
柏克看作一个普遍主义者与民族理论思想家。皮茨认为,在柏克的帝国政治思想中道德想象非常

重要,正是道德想象的范围没有扩展至殖民地人民,这才导致了柏克所反对的非正义和排外行为,
柏克的敏锐性在于他在大英帝国发展如日中天之时看到了帝国的道德缺陷[2]84-148。惠兰(Freder-
ickG.Whelan)则以印度问题为例,通过考察柏克对黑斯廷斯的弹劾,及其对东印度公司的批判,集
中阐述了柏克的帝国观与政治道德诉求[3]。梅塔(UdayS.Mehta)认为,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影

响了19世纪以后大英帝国的构建。柏克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对大英帝国的统治失败进行了批判,旨
在消除大英帝国的政治与道德排外行为。最重要的是,柏克质疑权力的专断与不负责任,并且坚持

全人类在道德上的一律平等[4]。
将柏克的政治思想放在他所处的大英帝国时代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这不是简单的自由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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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之争的问题①,柏克所谓的保守也并不完全是向后看,而是秉持大英帝国良好的制度传统,以及

如何依靠强力的帝国向前看的问题。柏克在探讨如何处理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过程中构建了“自
由帝国”的理论。其理论核心是强调多元并存、自由正义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构建一个在我们今天

看来带有联邦性质的“自由帝国”,使帝国主权与殖民地特权相宜。柏克要解决的是作为价值规范

的帝国理想与帝国的政治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美洲、印度还有爱尔兰问题上以尖锐的形式

突显出来。但是,不同的殖民地问题挑战的价值规范又有所不同:美洲问题挑战的价值主要是自

由,而印度问题挑战的价值主要是正义。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柏克在帝国与殖民地关系问题上的矛

盾与纠结,展示其“自由帝国”的价值诉求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

重建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第二部分以美洲问题为例来说明“自由帝国”思想在自由价值上的实

践困境,第三部分则以印度问题为例来说明“自由帝国”思想在正义价值上的实践困境。通过美洲

问题和印度问题,我们发现柏克的规范性帝国理想不敌现实的帝国逻辑,他对自由与正义价值的追

求不得不让位于对帝国利益的考量。

一、柏克的“自由帝国”观

帝国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为悠久且普遍的政治组织方式之一。不同于一般的主权国

家,帝国的本质在于必须将自己视为秩序的创造者,其建立的核心是宣称自己代表着某种具有普世

意义的秩序,肩负着推动整个人类世界发展的“使命”,而绝不是仅仅依靠霸权或占支配地位的政治

影响。大英帝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正是将自己看作统一秩序的创造者和保卫者,而非仅仅出于

“开明自利”的商业需求,才使得欧洲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着和平与繁荣。
柏克身处的18世纪,正是英国在光荣革命后成为帝国并不断扩张的时期。但是,七年战争

(1756-1763)之后,帝国对殖民地政策的调整直接引发了与北美殖民地的冲突,不仅终结了帝国的

一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提供了反思帝国构建与治理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柏克正式进入

下议院,并成为辉格党的重要代言人。在参与帝国政治事务的过程中,柏克一直在思考,如何化解

殖民地对帝国秩序的挑战,面对帝国使命与自我保存之间的两难境地,大英帝国又该如何自处? 正

是在阐述这一关乎世界走向的问题的过程中,柏克提出了“自由帝国”理论。所谓“自由帝国”,应当

是自由、正义的共同体。帝国的构建是自由帝国的价值内核———自由、正义、宪政精神———向外扩

展,濡化边缘(殖民地)的过程;在制度安排上,应当通过构建合理的治理机制,维护帝国秩序;在实

践层面上,则要信奉审慎原则。由此,我们可以从价值内核、制度建构、实践准则三个维度来论述柏

克的“自由帝国”思想。
(一)自由与正义:“自由帝国”的价值内核

价值维度是柏克“自由帝国”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政治思想的特色所在。柏克的“自由帝国”思
想在价值维度上具体表现为强调多元并存、自由正义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坚持全人类一律平等,并
极力主张将这种普遍主义价值观推广至殖民地。

所谓普遍的自由,在柏克看来是指“要么属于帝国境内的全体居民,要么就谁的也不是”,而“部
分人的自由,是一种最可恶的奴役形式”[5]197,在整个帝国境内,一旦将自由加以区分,人民就被分

① 这是人们讨论柏克政治思想时最常见的视角。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约翰·莫利(JohnMorley)在《埃德蒙·柏克:历史

的研究》(1867年)和《柏克》(1879年)中把柏克描绘为拥护立宪的自由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Laski)称赞柏克为自由主义的

功利派;麦克弗森和波考克也将柏克视为自由主义者。参见麦克弗森:《柏克》,江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J.

G.Pocock,“ThePoliticalEconomyofBurke’sAnalysisoftheFrenchRevolution”,TheHistoricalJournal,25(1982),pp.331-349.而

如休·塞西尔(HughCecil)等人则从保守主义面相阐述柏克的政治思想,在《保守主义》(1912年)一书中,塞西尔将柏克看成是保守主义

的代表。参见休·塞西尔:《保守主义》,杜汝楫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三章。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可参考:陈志瑞:《保守与自

由———埃德蒙·伯克的政治思想》,载于《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第38-45页。



为三六九等,英国本邦人民享有帝国之自由,而殖民地人民不享有自由,这种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

由。柏克强调,在一个垄断的国家里,普世的精神(尤其是自由精神)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与殖民地

人民分享“自由帝国”的价值才是维系帝国统一的强大纽带。在论述美洲问题时,柏克提出了他理

想中的“自由帝国”图景:“我持有殖民地,是靠亲密的感情,它来自于我们共同的姓氏,共同的血缘,
相似的权利和一体的保护。”[5]181

柏克所推崇的“正义”精神涵盖法律的正当性(包括自然法和国际法)、维护基本人权、尊重陌生

社会、关心脆弱民族的福利等[2]86。同样,在柏克看来,非普遍性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在关乎帝

国海外殖民地事业的问题上,他呼吁普遍的政治道德与政治责任,并且极力批判排外主义。这种排

外主义在印度殖民地问题上体现得最为深刻,在爱尔兰问题上也有所表现,主要是指对另一个社会

或民族(如印度)的文化蔑视、种族蔑视,将除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视为低等、落后野蛮的社会。
其实,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们普遍都对帝国无节制的扩张活动和日益骄狂的态度持批判立场。但

是,柏克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深刻怀疑帝国扩张的正义性,还直接参与到抵抗英帝国非正义的行

动中,特别是他为维护印度殖民地的正义所做出的努力(主要是批判东印度公司和弹劾黑斯廷斯),
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无法匹敌。

坚持普遍主义的价值,还意味着一个大帝国需要拥有与其体量相匹配的包容性、开放性精神,
而非短视、独断与专横。“自由帝国”需要以多元主义的宽容精神面对所有殖民地人民,与斯密一

样[6]①,柏克也赞成更加包容、慷慨的殖民地贸易政策,但是柏克更强调英国的道德责任。当然,柏
克从未质疑过帝国自身的合法性,他甚至经常以神意来论证帝国的合法性,认为“上帝赋予英国一

种难以理解的神圣天意”,是“上帝将英国安排在殖民地”[7]404。他反对的不是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

本身,而是帝国对待殖民地时所表现出来的压迫、排外、非正义的精神,他只是坚信在英国权力存在

之处应负责任地运用其权力。如理查德·博克(RichardBourke)所言,柏克“虽然支持合法的反抗

权利,他也坚定维护帝国之权威。柏克固然珍视不列颠的帝国主权,却激烈反对当时的帝国政策。
位于这种明显矛盾背后的,是其关于征服权利的信念,但同时拒绝了‘征服精神’”[8]。

(二)主权与特权相容:“自由帝国”的制度建构

柏克在《论与美洲和解》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他对帝国制度的设计:“以我之见,帝国也者,
是有别于单个的邦国、或王国的;一个帝国,是众多的邦国在一共同首脑之下的集合体,不论这一首

脑是一位君主,还是居首席地位的共和国。”[5]133-134“自由帝国”的制度维度,简单来说就是构建一个

在今天看来带有联邦性质的能够容纳殖民地的自由帝国,其重心是妥善处理帝国主权与殖民地特

权之间的关系。
关于“自由帝国”的联邦性质,柏克认为英国本邦只是帝国的一部分,英王才是帝国的“共同首

脑”[9]②,而在最高立法权之下,帝国的任何一部分都有自主权,英国本邦作为帝国的一员不可篡夺

帝国其他部分的权力。比如,在处理爱尔兰问题时,柏克作为英裔爱尔兰人并不赞同激进分子发起

的独立革命,而是认为应将爱尔兰并入大英帝国,但是这种并入非属地或殖民地性质。柏克从帝国

的角度强调爱尔兰的独立自主地位———爱尔兰并不从属于英格兰本邦,而是如其他外部国家一样

拥有与英格兰本邦同等的地位,只通过共同的国王这条纽带相互连接[2]136,即,爱尔兰与英格兰互

相独立,但同属于大英帝国这一共同体。

①

②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以一章的篇幅探讨了殖民地问题,倡导殖民地的自由贸易,参见亚当·斯密:《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其作为首脑的地位仅仅只是因为英王作为整个帝国的象征。在柏克那里,所谓王权只具有中立的“象征意义”。这种观念承

袭了英国一直以来的政治传统,“如果君主具有神圣性,那么最好他是不能被触动的。……不应让他太靠近真实的衡量。他应当高高在

上,幽居独处。由于英国皇家的功能多半是潜在性的,因此它符合这个条件”。参见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夏彦才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0年,第91页。



关于帝国主权与殖民地的特权,柏克强调帝国固然拥有对其殖民地无可置疑的主权,但殖民地

作为帝国的一部分同样应当拥有不可侵犯的特权,而帝国之所以成为帝国,正是基于对殖民地特权

的维护而非对帝国自身主权的伸张。
何谓帝国的主权呢? 帝国的主权必须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柏克反对从抽象的层面探讨

主权问题。主权的合法性或者权威性在柏克看来更多来自于是否达到“善治”,即满足人民所需,
“在许多世代中的造福人民的工作或者说是它所取得的成果,而较少地来自于原初的约定或者说是

它的起源”[10]305。政府的设立乃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非“崇饰观听、造成大一统的盛景”[5]226。所

以,柏克关注的重点并非帝国的大一统事业。那么,谁来行使帝国的主权呢? 不是王权,而是大不

列颠议会。在柏克看来,议会有两种身份:“作为本岛的地方立法机构,它仅仅借助于行政权力这一

工具,而直接为国内的事务制定政策。它的另一种身份,窃以为高贵于上者,我称之为帝国的身份:
在这一身份下,她宛如天上的主神那样,监督着所有次一级的立法机构,指导它们,控制它们,却不

吞灭它们。”[5]88基于第一种身份,议会运用行政权力对国内事务进行治理;基于第二种身份,议会在

“自由帝国”的制度安排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它作为主权者的象征存在,对所有次一级的立法机构进

行指导、监督,但并不实行实际控制。在这一制度构架之下,“所有的省级的立法机构,由于地位是

同等的,相互间并无高低之分,故都应该从属于它;否则相互之间,即无法保持和平,无法指望以公

平相待,亦无法有效地提供援助”[5]88-89。因此,帝国与次一级立法机关之间不是统治与臣服的关

系,而是监督关系,且仅仅是监督关系,因为次级立法机构同样享有不受帝国干预的特权。
(三)审慎:“自由帝国”的实践准则

帝国疆域庞大、政治形式复杂,不同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这种高度异质性的结构对政治家的

实践智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为政治家兼政治思想家,柏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时刻提醒帝国的

决策者,政治终究是一项实操活动,必须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尤其是要遵循审慎的实践准则,才能

承担起帝国治理的神圣使命。审慎是一种美德,也是人类不完美造物中的指导原则,作为一种中立

的标准,审慎也是柏克应对过度理性的工具[11]。“自由帝国”的实践维度最重要的就是秉持柏克所

珍视的审慎原则。审慎原则首先体现在政治抉择要从实际政治后果出发而非诉诸抽象权利。前文

已述,所谓“自由帝国”的政制安排需要维护殖民地特权与帝国最高主权之间的微妙界线,在具体行

动时柏克则信奉“行使主权与拥有主权分离”的原则。因为拥有一项主权与行使一项主权其实是两

回事,“主权之类的抽象权利,是为维护公正和人民的幸福而存在,一旦行使此权利将害及公正与人

民的幸福,则这权利就应放弃、或悬置起来”[5]135。有些权力———如抽象的主权———一开始声明就

会引起不必要的骚乱(美洲问题中对茶税的保留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到万不得已根本不能行使,只
是作为特殊时期的威慑之用。柏克认为,主权的行使需要高超的实践智慧,当帝国欲将其主权加以

落实时必须考虑相应的政治后果,根据殖民地实际形势、历史和民情而审慎为之。
审慎原则还表现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而不能轻举妄动。柏克看到,殖民地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其实已经在帝国内部形成一种双重的治理权威———除了代表帝国主权来管理殖民地的帝国议

会之外,殖民地还有从事实际治理的当地议会。柏克认为,帝国议会在处理殖民地事务时应当充分

尊重殖民地当局的权威,而不能草率行事[5]231-232。在大帝国中,作为最高主权代表的议会应“以不

变应万变”,“抓大放小”,以冷静克制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才是柏克所认可的审慎的

处理方式。
但是,在帝国的政治实践中,殖民地对柏克的“自由帝国”理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价值层面

上,作为“同宗同祖”的美洲对帝国的价值所构成的挑战主要体现于自由精神,而印度作为落后边缘

地带对帝国价值所构成的挑战则主要体现于正义原则;在制度层面,联邦性质的帝国构想在柏克生

活的时代完全成为泡影;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在美洲还是在印度,审慎的原则都没有得到落实。由

于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因此,下面我们就以美洲问题和印度问题为例来讨论柏克



“自由帝国”思想的价值诉求在帝国政治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

二、美洲问题与自由的捍卫

柏克对帝国问题的阐述,起源于他对美洲问题的持续关注。从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the
StampAct)直接对个人征税导致美洲暴乱,到之后的《汤申法案》(TownshendActs),使刚平息的

美洲再次起而反抗。1770年,诺斯(LordNorth)废除《汤申法案》而保留“茶税”,美洲人激烈抵制茶

叶的进口和销售,至1773年以美洲殖民地为主要茶叶销售渠道的东印度公司面临破产,给英国国

内财政带来严重危机,为拯救危机,英国政府授予其向美洲出口茶叶的垄断权,导致了“波士顿倾

茶”事件。最终,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的冲突全面爆发,战争兴起,美洲独立。
正是在1765年,柏克开始其下议院议员的生涯,从1774年在议会的演说开始,一直到美国独

立战争结束,柏克在美洲问题上留下了许多演说和文稿。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的“美洲三书”:

1774年的《论课税于美洲的演讲》提出彻底废除课税于美洲的法案;1775年战争开始后发表的《论
与美洲的和解的演讲》建议英国主动做出让步与美洲和解以换得帝国的和平;1777年的《致布里斯

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提出永久放弃在美洲所有主权,甚至大度接受美洲的独立要求。在美洲问题

上,柏克始终都站在殖民地立场之上反抗大英帝国的权威,试图维护帝国自身的自由精神,但其建

议自始至终都没有被议会所采纳,甚至为此背负了叛国的骂名。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澄清:众所周知,柏克自1770年起曾身兼纽约殖民地议会的代理

人。那么,柏克支持美洲殖民地的立场,会不会是因为他作为纽约殖民地代理人的身份呢? 对此,
罗斯·霍夫曼(RossHoffman)认为,当美洲殖民地危机日渐升温之时,柏克并未将纽约的利益置

于大英帝国的利益之上,而是相信如果美洲能得到合理的管理,殖民地与帝国的关系不会妨碍到美

洲人所珍视的自由原则,也不会妨碍到帝国构建所依赖的自由原则[12],美洲要求的其实仅仅只是

英帝国所赋予的自由。换言之,柏克支持殖民地的立场源于柏克始终捍卫的帝国理想及其所蕴含

的自由理念①。柏克的自由观在美洲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美洲热爱自由,对美洲而言,
自由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因此,美洲问题挑战的是英国宪政所蕴涵的自由精神。

(一)姊妹革命与柏克对启蒙时期自由观的反思

柏克并没有给自由下过确切的定义。不同于一般哲学家在抽象的价值层面上探讨自由,柏克

对自由的讨论深深地植根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一方面,柏克的自由观是普遍主义的,也就是指

我们前文所述对于普遍自由价值的追求,他坚持全人类一律平等,并将这种普遍主义自由观推至殖

民地。同时,坚持普遍而广泛的自由还意味着必须消解自由与权威这一对看似矛盾的关系。在《论
与美洲的和解的演讲》一文中,柏克以爱尔兰和威尔士为例指出,帝国的权威与其给予人民的自由

是相辅相成的,一旦给予了这个地方的人民以自由,帝国的权威也就随之进入这块土地。所以,要
有效地统治美洲,就必须给予美洲人民以自由的权利,“宪法自由权的每一步不断的改良,一旦在这

里完成,就立刻推恩到那里”[5]144。在美洲问题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母邦的逃离者,美洲殖

民地人民内心深处非常认同英国的自由精神。清教徒的精神、殖民地议会自治的制度形式、民情、
气质与性格及信仰、地理条件等决定了美洲是一个流淌着自由血液的大陆[13]。除商业受限外,美
洲所有内部事务都践行着英国的自由与宪政原则,商业上的奴役和政治上的自由这一组合,虽然称

不上完美的自由,但也算得上幸福和自由了[5]51。可见,在柏克看来,基于对宪法和自由原则的承

认,自由与服从可以在帝国整体之中得到协调。

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柏克支持殖民地仅仅由于其“自由帝国”的理念。事实上,他并未忽视帝国的利益,在很多场合,柏克都从

不同的角度分析将美洲殖民地以和平的方式留在帝国之中,即使会牺牲一部分议会主权,也是有利于帝国的整体利益的。不过,由于本

文的旨趣所限,我们此处的分析就不涉及他对帝国利益的考量,而是集中在帝国的价值维度,分析美洲问题对帝国自由价值的冲击。



另一方面,柏克的自由观又是具体的。坚持普遍主义自由观的柏克不能接受启蒙哲学家们基

于傲慢的理性推导出来的抽象权利观念[14]①。基于对理性的不信任,柏克反对将自然法、自由正义

之理念等同于抽象理性,并进而推导出所谓“自然权利”的价值体系。他赞同休谟对理性和自然法

的否定,“承认社会是人为的而不是天然的,承认社会并非仅仅是理性的产物,承认社会的准则是习

俗,承认社会依赖于含糊的本能和癖好———甚至依赖偏见”[15]。而自由是内在于某一具体事物的,
并非抽象的,真正的公民的自由(civilfreedom)并不是“潜隐于玄奥的科学之深处的东西”,“它是一

桩赐予的幸福,是恩惠,不是抽象的玄理”[5]228。柏克非常警惕将自由的理论推至极端———自由的

极端是“无以获之的,也不应该有以获之;在事关我们的义务或生活之满足的每个问题上,极端都足

以摧毁品德与幸福”[5]228。但是,在柏克的思想中,关于自由的边界十分模糊,他认为“自由是一种

可增进的善,而非可减小的恶”[5]229。所以,柏克提出,政治家需要运用智慧、理性与努力,尤其是审

慎的精神去探明其限制而非轻信抽象理论。
正是基于抽象自由权利不可取的立场,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支持美洲革命②。施特劳斯

(LeoStrauss)认为,同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支持美洲殖民地、爱尔兰天主教徒、弹劾黑斯廷斯与反对

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打乱他关于在道德和政治上何者为对、何者为错的见解[10]301-302,这
个原则即对自由理念、宪政精神之维持,在面对具体事件之时审慎度事。在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政治领袖都执着于抽象权利:英国政府执着于主权者的权利,法国大革

命时期的文人政治家们都执着于抽象的人权。但是,柏克所重视的不是抽象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而是具体的“历史权利”(historicalrights),因此,他从不否认以革命的方式来维护历史上

所建立的权利的正当性。在这两个事情中,柏克“所质疑的,不是人们是否拥有这些权利,而是人们

是否具有践行这些权利的智慧”[10]310。正是基于反对英国议会宣扬主权这种抽象权利,柏克毅然站

在美洲殖民地一边,为他们的自由摇旗呐喊,因为这自由也是对大英帝国自由宪政的继承。在柏克

看来,美国殖民地人民要恢复的是他们曾经拥有的宪法权利,就像英国1688年的革命是为了恢复

固有的宪法权利一样。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追求的是基于抽象自由重建的新理念,尤其是

文人与政客们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愿望太过激进,“对于他们,一种事物的规格只要是旧的,
就有足够的理由被毁掉”,“对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新发现上的人们,持续性并不是他们的目

标”[16]。柏克批评英政府置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于不顾,以空洞的主权观念威逼美洲殖民地,这与他

后来痛斥法国革命者基于抽象人权原则铲除旧制度的做法是一样的[17]。
在这一点上,柏克与潘恩的关系足堪玩味。他们都倾向于支持美洲殖民地人民,但却基于截然

不同的理由。潘恩希望的是美洲独立可以按照启蒙理想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柏克则认为殖民地

人民的自由被英国议会的立法所侵犯,因此有权通过革命加以恢复。在潘恩那里,自由是美洲人生

而具有的;而在柏克那里,美洲人的自由是帝国的宪法所赋予的。在美洲革命之时,二人因为支持

殖民地人民而成为朋友;到了法国大革命,他们终因对自由的基本假设有异而分道扬镳[18]。
(二)美洲问题与自由的危机

自由作为宪法之内在价值,在柏克看来是一个历史的和经验的问题,植根于英国宪政的历史脉

①

②

关于于柏克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学界分歧很大。柏克虽是18世纪的人,却与当时的主流思潮“启蒙运动”一直存在紧张关系。

他的著作常出现对“启蒙精神”的质疑或嘲讽。有学者(如莫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Cranston)主张他倾向十九世纪的浪漫运动与功利

主义,也有学者(如列奥? 施特劳斯)认为他的思想属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自然法传统。要之,不论何者,都认为柏克是“反启蒙”的。也

有学者指出,必须跳出法国启蒙运动的局限性,柏克的思想属于比较温和、重视经验的“英格兰启蒙运动”。相关论述可以参考杨肃献:

《柏克思想与英格兰启蒙运动》,《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第107-171页。

柏克对美洲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态度曾引起广泛讨论,有人认为是由于其政党政策的影响和当时政治形势所迫,也有人

认为柏克对美洲缺乏了解而产生错误判断。在当时,柏克的政敌甚至有诛心之论,认为柏克的态度转向是为了年金。对此,柏克专门撰

文予以驳斥。在本文看来,柏克支持美洲革命而反对法国大革命,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基于反对抽象的自由权利。



络之中。柏克的气质带有辉格党人一贯标榜的自由和宽容,他对英国既定政体即英国混合宪政持

有非常保守和支持的态度[19]。波考克认为,要想充分理解柏克的思想,必须关注其政治思想背后

的法学根源,柏克长期受到黑尔和柯克两位法学家的影响,其政治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对习惯概

念和普通法传统的复活[20-21]。其实,整个英格兰制度一定程度上都是建立于诸如“习惯”“历史”“偏
见”等具有深刻普通法渊源的观念之上,而这些也是柏克的标志性概念。柏克的政治理论受到了英

国宪政的影响,他将“英国宪法的优异性归之于它是经历了‘漫长的时代’而产生,并且从而体现了

‘岁月所积累的理性’”[10]328。不过,柏克虽然深受普通法濡染,却并非完全是在跟着法学家学舌,而
是将他的法学知识转化成了政治见识[17]。在美洲问题上,柏克认为,一个很浅显的事实是,作为英

国宪法的原则,在实践中(而不是理论上)就应当推恩至殖民地。美洲在其所有的内部事务中,都
“有着自由政体的每一特征”,美洲“有着英国宪法的影子,有着英国宪政的实质”[5]51。因此,只有基

于古老的《航海条例》作为殖民方针,基于感情的纽带与美洲和解,才能更好地维护英国的宪法与自

由。柏克是希望通过“自由帝国”的构建,在宪政框架内消解帝国的骄狂与殖民地高涨的自由情绪

之间的冲突。按照柏克的“自由帝国”思想,美洲作为宪法承认的帝国自由政治单元之一,帝国与美

洲的和解不仅能维持帝国的存在,而且能将帝国的自由扩展开去,并保持帝国理想的统一性。这正

是柏克支持殖民地主张的思想原因。在柏克看来,美洲殖民地与大英帝国具有特殊的亲缘性,但是

正因如此,大英帝国依然没有将帝国的自由推恩至同文同种的殖民地,这更显其缺乏与帝国相称的

大度。
一直以来,美洲要求的仅仅只是英国宪政赋予的自由,这表明殖民地人民在宪政危机之前其实

并未产生独立意识。殖民地的人民不是在争取尚不存在的“人权”,而是在维护柏克所谓“因袭的权

利”,而像英国议会那样把殖民地全体人民作为犯罪主体,找不到任何法理学上的依据[17]。可以

说,是帝国议会不审慎的决策将美洲对宪政自由的诉求逐步演变为帝国自身的宪政危机。首先,
《印花税法案》就违背了英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宪政原则。在柏克看来,这不仅与商业的基本原则

不符,也影响了政治公平这一帝国的基石———“正是出于此,我们才尽量把英国宪法的精神与恩惠,
扩展到帝国的每一属地”[5]64。其次,《汤申法案》向美洲殖民地征收多项关税企图谋利,这进一步破

坏了英国宪法赋予殖民地的自由原则,其后果是帝国从殖民地每年的收入只有可笑的300英镑,而
用于维持在美洲驻军的开销却高达17万英镑。如柏克所说:“政治的自由是富国之本,想依靠暴政

榨取,最终是得不到钱的。”[5]10再次,议会在撤销《汤申法案》企图挽回恶果时,却未经审慎考虑“一
拍脑袋”决定保留茶税作为主权象征,导致美洲也搬出原则,将其上升为英国对美洲自由权的侵犯,
从而彻底演变为英国的宪政危机。从利益之争演变为原则的对抗,进而转变为主权与独立之争,大
英帝国在侵害美洲自由精神的错误道路上远走越远,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帝国议会违背了“自由帝

国”的宪政精神及审慎原则。站在柏克“自由帝国”的高度上我们可以认识到,他并非一个简单的危

机回应者,而是有着古典“立法者”眼光和视野的帝国构造者,而实际政治事务中的课税权问题,在
他那里或许只是“帝国的工具”[22]。

另外,最重要的是,议会的低智[23]103-116①、拒不和解的强硬态度还辐射到了国内政治,对英国宪

法本身的自由基础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在柏克看来,当英国开始对美洲动武之时,美洲殖民地问题

就开始演化为内战,它不仅“摧毁我们同胞兄弟的自由权,还是蠹蚀我们自家的自由权”[5]189。在

《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的开篇,柏克就提到,议会针对美洲骚乱通过的两项法令———海上

捕拿特区权(即在战争状态下授予平民可以截获、掠夺敌国船只的权利)和部分中止“人身保护

① 议会议员的低智也源于国王培植自己的亲信,公然破坏宪法。柏克心中的完美宪制是混合政体,国王不能与贵族勾结,依据

英国宪法,国王指定的人选需要通过议会。参见EdmundBurke,“ThoughtsonthecauseofthePresent”,Pre-RevolutionaryWritings,

IanHarris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p103-116。



状”———严重违背了宪法精神。尤其是后者严重侵犯了公民自由权利。柏克反对这两项法案因为

它们“大悖于不列颠宪政的所有原则,甚至大悖于两国交兵应遵守的一切公道之准则”[5]189。最终

的后果则是侵扰了帝国、搅乱了政策,彻底扭曲了法律和立法的精神。在柏克看来,“敌意和法律,
是绝不能协调的两种观念”,当帝国与殖民地开战,不仅用到军队,还用到法律之时,关于美洲问题

则“每走一步,都莫不践踏着某种公正的准则和治国理民的贤明之要术”[5]202。柏克自由帝国思想

之根基———自由精神也消失殆尽。

三、印度问题与正义的追求

与美洲问题不同,处于帝国边缘地带的印度与英帝国并非“同宗同源”。在美洲,无论是人种,
还是政治社会文化都与宗主国是一样的,英国本邦人自然假定美洲人是文明的。但是,对于印度殖

民地,英国人可能一开始就假定他们是野蛮、低等的,因此给予区别对待。这也是柏克在印度问题

上表现得更加纠结矛盾、并诉诸正义价值的原因。
(一)批判东印度公司与弹劾黑斯廷斯

印度殖民地的问题起源于东印度公司,自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以来,东印度公

司就逐渐垄断了印度殖民地贸易,并从一个贸易企业变为印度殖民地的实际主宰者。18世纪70
年代后期,柏克开始批判东印度公司。从1781年到1783年,柏克供职于孟加拉事务委员会,实际

的从政经历使他更直观地感受到东印度公司及其时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WarrenHastings,1773
-1785年在任)的暴行。黑斯廷斯1785年任期结束回到英国后,柏克开始对其进行弹劾,历时九

年的控告最终以黑斯廷斯被宣判无罪而黯然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柏克从弹劾黑斯廷斯个人的罪

行、控诉东印度公司,到最后转向批判大英帝国在印度殖民地的统治失败。
最初,柏克只是弹劾黑斯廷斯个人的行为,在历数了英帝国在印度的行径后,柏克将时任总督

黑斯廷斯有意识的作恶归咎于未经英国授权、篡夺了英国政府权力的个人行为,因此英国方面并无

过错,如果能够及时反应并且惩治黑斯廷斯及东印度公司的罪恶,或许英国政府可以避免背负共同

作恶的骂名[7]414-415。但是,柏克后来意识到,以黑斯廷斯总督为首的英印当局和东印度公司的腐败

暴虐其实都源自于大英帝国自身的道德缺陷和道义缺失。柏克看到,黑斯廷斯只是权力滥用体系

中的一个环节,如阿伦特深刻揭示的“平庸的恶”一般,在非正义环境下的恶行,个人通常只是无意

识的工具,不过区别在于黑斯廷斯显然是有意识作恶,因此,柏克选择对黑斯廷斯进行起诉是为了

唤醒正义。
基于此,柏克在弹劾黑斯廷斯的同时,还无情地抨击了英帝国对于偏远殖民地治理中存在的问

题,并且从总体上批判了英帝国在海外的统治失败。在弹劾黑斯廷斯之初,柏克就意识到大英帝国

已经缩进国内正义的狭小圈子里,没有将正义精神扩展至帝国所需要的范围[2]113。这种狭隘的正

义观注定了帝国在海外殖民地治理上的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肩负文明使命的盛世帝国的

形象。
(二)制度性非正义与双重标准

帝国在印度的非正义是制度性非正义。首先,这种制度性非正义源于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
存在。在宪法层面,柏克承认这个特许状的合法性。在《福克斯的印度法案》(Fox􀆳sIndiaBill)演讲

的开始他就提到“建立垄断和形成权力”的宪章,是对于权力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使东印度公司获

得了由议会授权的垄断权力。但是,议会需要对这种垄断权力加以限制,并使其对议会负责,以防

止其可能对人们自然平等的权利造成的破坏[7]384-385。而议会并没有成功阻止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实

行的腐败与压迫行为,这使帝国议会成为了“权力滥用的积极帮凶”。柏克重点关注及控诉的,也正

是议会没有履行好监督的职责。柏克悲观地认为,正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罪恶是制度性的非正义,
导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几乎注定是非正义的,而且这种超越个人力量的制度性非正义几乎不能



被纠正[7]438-439①。其次,帝国在印度施加的专断权力还体现于印度人缺乏真正有效的救济手段。柏

克认为印度人民缺乏表达权,这加剧了不正义、不公平。英国人不承认印度社会里任何具有合法结

构和权威的法人机构,英国当局也没给印度人提供请愿或代表的官方渠道,黑斯廷斯的专制统治使

得这片土地容不得指控,从而法律被剥夺,司法成为罪恶的帮手[3]149-150。一方面,上级帝国议会没

有有效监督东印度公司,帝国在印度的暴行不存在任何体制内的纠错机制;另一方面,印度人民又

没有任何可以反抗、伸张正义的渠道。在这种双重缺失之下,印度人民的福利、印度社会中的正义

又何以保存?
制度性非正义更深层次的基础则是英国人对印度人的蔑视,以及由此造成的双重标准。英国

人视印度为落后与野蛮的民族,在处理实际殖民地事务时,帝国运用的也是另外一套不同于文明价

值的标准。在双重标准之下,英帝国自上而下都纵容东印度公司和黑斯廷斯总督在印度的权力滥

用行为。柏克认为,因为地域差异而采用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是可笑的,也有悖于其所坚持的普遍主

义价值观。如果当帝国权力延伸至海外就轻易将英国标准废除,帝国就无法进行公正的判断,这实

际也是将帝国自身置于违背道德传统的危险之中。对于在印度的独裁行为,黑斯廷斯的辩护是他

遵循着东方专制主义(despotism)的原则进行统治,因为专制原则在印度不仅有效,而且已经使用

了几百年,所以在印度运用专断权力是合法的[24]。但是柏克批判了这种所谓东方专制的假设,认
为专制是一种普遍的罪恶而不能当作特定社会的特征,帝国有责任将自身的正义、法治和人道诸原

则扩展至殖民地,而不是在海外违背自身的价值而使用另外一套标准。另外,柏克虽然坚持正义价

值的普世性,但是也指出实现正义的政治制度可以是具体的。他诉诸自然法以回应黑斯廷斯所谓

“东方专制说”的双重标准,以及所谓的”地理道德论”,驳斥黑斯廷斯基于国家需要与利益为由的申

辩[3]277-281。而印度自然也自有其经验、习惯和古老智慧形成的可行体系,因此,并不需要完全实行

英国的法律、制度、价值文化。柏克倡导的是,在自然法的指导下,将体现自然法的正义、法治和人

道诸原则与印度本土的经验结合起来,经过融合,形成全新的、包容性和异质性的民族文化。
(三)印度问题与柏克自身的局限

历史并没有按照柏克设想的路线发展,正如柏克在印度问题上对黑斯廷斯的起诉以失败而告

终一样,柏克对帝国的控诉也并没有妨碍其前进的步伐。这种制度性非正义与双重标准逐渐成为

大英帝国海外殖民的标准作业规范[2]125,直至最后发展成为强硬、狭隘的帝国主义。大英帝国在殖

民地的实践与柏克心目中理想的“自由帝国”是背离的,这正是他的纠结之处。
柏克对于帝国在印度的非正义行为持彻底的批判态度,但是他却未能找到解决印度问题的出

路,因为面对印度困境,柏克自身就是矛盾的。首先,他所崇尚的正义观要求帝国有义务关心并尊

重其他民族,柏克不止一次呼吁应当保护印度的国家主权,但是他却不愿意质疑破坏印度主权的罪

魁祸首———东印度公司———存在的合法性。其次,面对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失败,柏克一方面认为,
如果英国无法治理好印度———即实行公正的、有利于当地人民的统治,又使英国自身的治理变糟,
就应该放弃对印度的权力要求[7]383。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止步于要求改革而非呼吁尽快结束对印

度的统治。柏克曾无奈地表示,既然“英国在印度”(thereweare)已成事实,就应该在既定的环境

中尽到自身的责任[7]404。事实上,柏克从来没有彻底要求过解放印度,只是不断地努力从情感上呼

吁英国人民理解和同情印度人,企图将印度纳入到英国的道德关切和政治关切中,这种解决办法无

疑是有局限性的。对于印度问题,柏克处于进退维谷之中,这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其批判的有限性

与妥协性。
当然,在柏克所处的帝国时代,解放印度几乎是不可能的。作为崇尚务实的政治家,柏克非常

① 柏克提到议会成立了两个委员会调查东印度公司顽固的腐败与不可救药的治理情况,但是最终调查的结果只是简单地对其

进行劝诫,并没有质疑东印度公司的特权,为了维护英帝国的荣誉与其在印度的利益,甚至不遗余力地保留了黑斯廷斯等人的职务。



清楚,单纯的批判和谴责只是徒劳,他一直企图在帝国框架之内寻求解决之道———通过构建“自由

帝国”,实现普遍的自由与正义。而到了19世纪,论证大英帝国统治的合法性主要以“为印度带去

了好的统治”为基调,认为只有英国先进的科学和完善的法治才能真正有效造福人民,而落后的印

度依靠自身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25]①。但是事实上,英国数十年的统治使得印度很多地方出现“逆
城市化”和“逆工业化”,甚至使得印度比之前更传统,例如,种姓制度更加严格。英国人所认为的印

度经济的停滞,一定程度上也是由英国的统治本身所造成[2]26。现代性话语为文明帝国的统治提供

了合法性,在之后的政治思想家那里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柏克式的纠结与反思,随着英国对殖民地

主权、社会、宗教体系的不断干涉,柏克所主张的更为正义、宽容、多元的普遍主义完全消退了。

四、柏克“自由帝国”的实践困境

帝国需要构建普世性秩序,并通过历史使命的担当来实现自我证明与自我神圣化。但是,殖民

地问题对帝国秩序的普世性构成了冲击,并对帝国的历史使命提出了质疑。美洲殖民地和印度殖

民地是英帝国普世性秩序中两种不同类型的特殊代表:一个是同宗同源的文明后裔,一个是偏远陌

生的蛮荒之地。但是,在柏克的“自由帝国”中,它们拥有相同的地位。在价值理念上,只有平等对

待异质性、多元性的殖民地,才能将自由正义等普遍性的价值观贯穿始终;在制度构建上,只有同时

容纳了边缘与“近亲”才能成为统一的自由帝国。“国内道德”、地域边界的限制、双重标准的话语体

系不可避免地会侵害自由与正义。将自由与正义仅仅局限于国内,何以奢谈帝国? 柏克的“自由帝

国”思想正是通过一视同仁,重视帝国的每一个部分来实现和维护帝国的统一,而不是在宣扬统一

帝国的同时却容忍差别化原则对帝国自身所构成的威胁[2]146②。柏克将弹劾印度总督黑斯廷斯作

为他一生的“纪念碑”[5]302,因为捍卫偏远的印度人民的权利最能体现他对“自由帝国”理想的追求,
印度与他毫无关系,只是通过人类这一共同的纽带,柏克才与印度关联起来,但他却持之以恒地为

了印度人民的权利而斗争。他的著作表现出的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普遍主义精神———包容大度的自

由正义、关爱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寻求整个人类的友爱。而支撑其普遍主义精神的载体就是

统一的“自由帝国”。柏克以帝国的使命要求帝国与自身,主张在推行帝国政策之时将帝国自身利

益暂时悬置,而着眼于立意更高的自由帝国构建,尽量在帝国利益和帝国的价值诉求之间寻找到一

个平衡点。
尽管在其政治生涯的各个阶段,柏克都为文明帝国的权威进行过辩护:英国人对美洲的控制对

双方来说都是有益的,对印度征服是合法的。正如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柏克难以想象没有帝国

的世界[8]。但是,通过他对殖民地问题的持续关注,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帝国的维护其实并非柏克

政治思想的最大旨趣,其“自由帝国”思想的落脚点还是在于维护他珍爱的政治道德理念,尤其是自

由、正义诸价值,以及体现这些价值的英国宪政精神。“自由帝国”就是柏克以英国自身为原型构建

出来的理想国,他要将体现于英国宪政中的自由、正义原则推广到帝国全境。但是,在帝国与殖民

地冲突加剧的局势下,“自由帝国”何以可能,这是一个难题。尽管柏克在议会中大声疾呼,甚至不

惜以对簿公堂的方式来维护他所珍视的价值,希望将其灌注于帝国的政治实践之中。但是,无论是

在美洲问题上还是在印度问题上,他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仅其政策建议自始至终没有被当局

①

②

到20世纪殖民地独立风起云涌之时,丘吉尔依然坚定地反对印度自治,认为对次大陆的绝大多数定居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不

是自治政府,而是好的政府。如果没有外部提供的公正和权威,正义在印度这片土地上将无从谈起,种族、宗教敌对流血事件将日益上

升,迈向西方水平的公共医疗步伐自然也会大大受到阻碍。参见杰弗里·贝斯特:《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贾文娟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2012年,第160页。

柏克相信一种更为广阔的民族感在英国对外关系中的力量。皮茨认为柏克在黑斯廷斯的审判中为他的听众勾勒出了作为

“世界代表”的英国人的自我理解的新轮廓。参见珍妮弗·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许鸿艳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第146页。



所采纳,甚至还为此背负叛国的骂名,导致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帝国事业的长远性超出了个人利益视野的局限,并非所有民众、议会议员都如柏克一般

着眼于将帝国的使命与原则贯彻始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柏克站在道德制高点之上以超脱、甚至

有些傲慢无礼的语气指责他们,批判他们道德上的缺陷,最终只会使他的观众产生疏离感。而柏克

急于纠正帝国骄狂、不自知的道德缺陷的过程中,将其以讽刺见长的语言风格、激烈好斗的性格特

点表现得一览无余,都使得普通民众感受到一种攻击,而并不愿意耐心聆听他的呼吁。这在印度问

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民众的不快是最终导致柏克弹劾黑斯廷斯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骄傲的帝国

中心的民众并不愿意承认自己也存在着道德缺陷。柏克曾将帝国民众熟悉的欧洲与印度作对比,
试图消除人们对于偏远殖民地的陌生感,唤醒人们对不幸的当地人的同情[7]390[23]68-70①。但是,这种

努力显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而议会中的大多数议员,他们或是根据经济利益决定殖民地政策,或是执着于“议会的主权”,

让殖民地服从于帝国,无法以包容开放的心态与其所处的大帝国相匹配。在美洲问题上,对美洲不

友好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申(CharlesTownshend)主张课税美洲以得利,并在下院夸口,能“从殖

民地这一头肥鹅的身上,采下几根羽毛来,却又不至于疼得它呱呱地乱叫”[5]9。汤申是完全从利益

角度看待美洲问题的代表,柏克认为从经济利益角度处理美洲问题是“苦于眼前的大害之不暇,却
以过度的精明、过分的敏锐预测着来事”[5]140。乔治三世的亲信诺斯首相则是维护主权原则的代

表,当《汤申法案》遍地罪恶之后,诺斯内阁在撤销法案中五支关税的同时却保留了三便士的茶税作

为英国对美洲的主权象征,这使得美洲问题由利益纷争转向了原则对抗。在柏克看来,诺斯左右逢

迎,但是有术无学、性格摇摆,最终促成了美洲叛乱[5]17。柏克在下院演讲时声嘶力竭、痛心疾首地

斥责:正是由于这一套理政的手段,由于低智的议会一往直前,一个环绕四海的商业帝国,就这样被

撼动于财政家(指汤申)不挂齿的三便士,哲学家(指诺斯)不屑意的俗物如“茶”了[5]32。
第二,帝国使命与帝国的自我保存之间存在着矛盾。首先,这种矛盾表现在,帝国使命要求实

现自由正义、开放包容的普世价值,而帝国的自我保存需求无法承受帝国使命所带来的经济负担,
以及不应当承受的道德奢侈。例如,在对美洲殖民地征税的问题上,英国本邦出于自身债务压力而

征税是理性化的手段,符合以实现经济繁荣为目标的帝国逻辑,而如柏克那样要求放任殖民地独

立[5]236以保持宪政自由精神才是非理性的。其次,这种矛盾也表现在帝国使命自身的悖论之中,当
帝国将文明传播作为自身使命之时,已经预设了被传播之地是野蛮落后的,文明与野蛮的区分恰恰

是帝国的逻辑。之后的帝国主义者正是自称代表“文明”,打着“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幌子实行殖

民与压迫。在文明与野蛮的二元逻辑驱动之下,殖民地人民为帝国的繁荣付出了惨痛代价,身处帝

国中心的人却无法意识到他们施加的非正义,帝国利益的达成与殖民地人民的福祉之间根本不可

兼得。身处帝国政治漩涡中的柏克尽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现实中大英帝国的这套逻辑以及它所带

来的恶果,并试图以一己之力对之进行修正,以自由、正义等价值来平衡帝国的利益考量,打破利益

考量背后隐藏的“文明-野蛮”的现代性话语和帝国逻辑。但是,这一可贵的努力失败了,柏克的规

范性帝国理想不敌现实的帝国逻辑,他对自由与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得不让位于帝国利益的考量。
应该说,柏克“自由帝国”的部分构想———联邦制的帝国结构———还是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得

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但首先实现这一理想的不是大英帝国,而是在反叛帝国中诞生的新共和

国———美国。新生的共和国有着对帝国的信仰,这种信仰被植入它的结构,采用的方式则是其母国

① 同情在柏克的政治思想中很重要,他认为英国人缺乏同情心甚至可以说是阻碍印度实现正义的最大障碍之一。在《论崇高与

美两种观念的根源的哲学探讨》中,柏克将同情心置于道德推理的核心位置,“是我们关心别人诸多感情中的第一种”,通过这种激情,

“我们能够理解他人所关注的事情”,同情是“先于任何推理,由一种本能来完成的”,促使我们去减轻遭遇不幸人的痛苦,借此减轻自己

的痛苦。参见EdmundBurke,Pre-RevolutionaryWritings,IanHarris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p.68-70。



体系从来不具备的。民主的联邦制已成长为世人所知的最伟大的帝国[26-27]①。到20世纪中叶,当
殖民地独立运动兴起,帝国体系崩解之时,联邦制的帝国制度构想在大英帝国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

落实———建立了英联邦。但是,柏克“自由帝国”理想的核心———对自由、正义等价值理念的诉

求———仍无着落,时至今日,自由、正义仍不是大英帝国及其继承者美国的目标。美国自己可能也

忘记了当年在争取独立时大英帝国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今天,美国像当年的大英帝国一样,用“文
明-野蛮”的二元逻辑来构建新的帝国秩序,只不过换上了“民主-独裁”的新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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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杰斐逊的“自由帝国”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柏克政治思想的复活。关于杰斐逊将美国构建为“自由帝国”的设想,

及其自由思想对于英国传统的继承,参见(美)彼得·S·奥鲁夫:《杰斐逊的帝国:美国国家的语言》,余华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1年。


